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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政治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从忽略到认可？

[以色列]尤 锐

摘要：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无论是从其视野的广度、多元化及丰富程度，或从其对当时与

后世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上看，都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一直到现在该思想都没有引起西方学者（无论是大

部分汉学家还是政治学家）应有的关注。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对西方的政治学产生影响是可能的。从学

术方法上看，中国古代思想的现实性，其历史性论证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灵活性，都会丰富西方的政治理

论。从内容上看，尽管中国传统的思想不会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代替品，但起码会挑战西方主流政治文

化一些一成不变的原则（例如政治上的绝对平等观），并让西方学者重新考虑自己的文化的缺陷。更系

统地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将扩大西方政治学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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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涉及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感到很困惑，不知

道自己归属于什么学术专业。先秦思想史在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属于“中国哲学”的范围，研究者主

要从西方哲学角度来对其进行分析，但我本身对西方哲学并不感兴趣，所以也不太愿意自称是在

研究“中国哲学史”。1994年我在南开大学留学时见到刘泽华先生及先生的弟子们，第一次听说还

有“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个题目，如醍醐灌顶，从此以后我就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为自己的学术专

业了。1996年我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留学，之后参加了许多在欧美举办的学术会议，跟欧美的

各位同仁的关系都很密切，在接触中发现他们大多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traditional Chinese po-

litical thought)、“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都不感兴趣，而在那个时

候甚至这些概念在欧美学术界都是极为罕见的。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政治内涵的忽略是令人费解的。其实无论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

古代思想，其中明显的政治趋向都是难以否认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讨论的题目——如君权的本

质、国家的起源及其必然性、君臣关系、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即士人）的政治任

务及政治机能等——这些本来都属于世界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无论是从

其视野的广度、多元化及丰富程度，或从其对当时与后世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上看，都明显地超越了

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传统政治思想。如果我们把中国跟其他所谓的“轴心时代（Axial age)”的文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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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①，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尽管中国传统思想从哲学理论角度或者从神学角度比不了古印度、

希腊、波斯或者希伯来文明，但是从政治及社会思想的丰富角度则可以说超越了这些文明，足以跟

现代欧洲多元化的政治思想相媲美。

然而为什么西方学者会忽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集中阐述西

方（主要是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态度，此后将分析西方的政治学家为何会忽略中国古

代的政治思想，最后要讨论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开始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及其对

西方政治学的潜在价值。

一、西方的汉学家及其“哲学偏见”

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大陆爆发的“批林批孔”运动对西方学术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由于以江

青为核心的“极左”派宣传“儒法斗争贯彻古今，也表现在共产党内”等思潮②，许多西方学者想要更深

刻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政治内涵，因此在那个时候西方汉学界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比较关注。

例如，Sebastian de Grazia把自己所出版的诸子百家文选叫Masters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中

国政治思想的诸子》），而Frederick W. Mote（牟复礼）则在同一时期翻译了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第一卷③。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化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前苏联的反共学者Vitaly Rubin（鲁

宾）。鲁宾教授的 Individual and State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的个人与国家》）是“批林批孔”思

潮的倒置：对他来说墨子和商鞅代表着左派及右派的全权主义，庄子代表着反自由派的无政府主义

者，而孔子则代表着类似西方的自由与个人的精神④。鲁宾的书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用“以古事今”方

式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的顶峰，其后类似的学术方法基本上绝迹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失去了兴趣。例如，我们可以在 Paul R.

Goldin(金鹏程)编写的极为有用的《中国古代文明：西方语言著作目录》⑤中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

一直到21世纪初，基本上没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时用“政治”(political, politics)相关的

词语或术语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这个现象肯定不是偶然的。

西方汉学之所以避免讨论中国古代思想的政治内涵具有多重原因。一些学者对20世纪70年

代中国思想史激烈的政治化深有反感，因此特别不想再涉及古代思想的政治问题。另外有些学者

则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所有的政治与权威问题都不感兴趣。此外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

因来自西方学者的学科背景。欧美学者中研究诸子百家的，主要来自哲学系或是中文（即汉语言

⑩ “轴心时代”是德国学者Karl Jaspers（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概念，来解释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间欧亚的大文明（古以色

列、波斯、印度、中国及希腊文明）所发生过彻底的思想上变化。见 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Michael Bullock.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对后代学者所继承和修改雅斯贝尔斯的理论，见 Johann P. Arna-

son, Shmuel N. Eisenstadt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Axial Civilization and World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5.

⑩ 刘泽华：《“文革”中的紧跟、错位与自主意识的萌生——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之二》，《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第99页。

⑩ Sebastian de Grazia, ed., Masters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Viking 1973; Hsiao Kung-Chuan (Xiao Gongquan萧公

权), 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On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Sixth Century A.D.,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W. Mo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⑩ 鲁宾的书原来将在苏联出版，但是由于作者是反共分子，并且要移民到以色列去，该书被禁止；1976年英文版在美国出版（见

Vitaly A. Rubin, Individual and State in Ancient China: Essays on Four Chinese Philosophers, translated by Steven I. Lev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1999年该书俄文版在俄罗斯出版(见Rubin, Lichnost’i vlast’v drevnem Kitae: So-

branie Trudov, Moscow:“Vostochnaia literatura”RAN, 1999, pp.8-76)。

⑩ Paul R. Goldin,“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Bibliography of Materials in Western Languages,”http://www.sas.upenn.edu/ealc/

paul-r-gol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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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系，从来没有来自政治学系的，甚至在历史系也极少有研究先秦思想的人。而哲学系的同事

们习惯了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诸子百家的著作，讨论其中的知识论、逻辑、伦理、审美观等。

而由于政治哲学在许多哲学系并不受欢迎，因而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诸子百家作品的学者基

本上不存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有西方哲学背景的汉学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隐性因素增加了其对政

治思想的疏离，我称这一因素为“哲学偏见”。中国思想是否属于西方所定义的哲学的范畴在很长

一段时期里都是学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①。西方的汉学家经过长久争论以证明中国思想属于

“哲学”范畴而不属于“宗教”或是“神秘学”，他们担心具有较高实践性的政治思想会被其他同事们

认为是“缺乏哲学特质的”。这一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早在 19世纪初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Hegel，1770-1831)就这样批评了孔子：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完全不

存在⋯⋯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被翻译过，那倒是更好的事。②

黑格尔的这句话对西方汉学家具有极大的影响。为了证明中国古代的思想是真的“哲学”，他

们的研究集中于具有“思辨的哲学”色彩的思想，如名家等，而具有“实际的世间智者”色彩的思想，

如法家等的政治思想则被忽略③。我曾按照金鹏程的《目录》作过统计，1980-2010年间用西方语言

讨论公孙龙的文章要比讨论商鞅的文章多五倍。这与二位思想家的实际影响成反比，但是由于

《公孙龙子》的“思辨的哲学”色彩要比《商君书》大，因此它对属于哲学系的汉学家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另一个例子是西方的荀子学，最近几乎每年都有新出版的西方学者关于《荀子》研究的学术书

籍，但从内容来看，绝大多数是集中在讨论荀子的人性论及其对心、名、天等态度，而几乎没有人讨

论荀子的君主观，或是讨论其关于君臣关系的理论、对国家体制的看法，以及经济理论等。除了少

数学者以外，荀子极为丰富和系统并具有长远影响的政治思想在西方学术界极少被讨论④。

二、西方的政治学与中国政治思想的缺乏

2014年初我跟一位希伯来大学政治系的老师讨论我们两系之间的合作时，曾问他：“为什么在

⑩ Carine Defoort,“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3）, 2001，pp.393-413.

⑩ Georg W.F.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825-6, Volume 1, Introduction and Oriental Philosophy, Edited by Rob-

ert F. Brown; translated by Robert F. Brown and J.M. Stewar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S. Harris,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2009,

p.107.

⑩ 这个趋向早在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现代的思想家及西方汉学家为何急于让中国

古代思想被承认为“哲学”，见Carine Defoort (戴卡琳)教授的上述文章。

⑩ 最近的有关荀子的学术讨论是很多的，具有代表性的见David S. Nivison,“Th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Writings,”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90-799; cf. Angus 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La Salle: Open Court,

1989, pp.235-267；另外见有关荀子的书和论文集，如Edward J. Machle, Nature and Heaven in the Xunzi: A Study of the Tian

lun,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Kline, T.C., III, and Philip J. Ivanhoe, eds., Virtue, 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Mass.: Hackett, 2000; Antonio S. Cua, Human Nature, Ritual, and History:

Studies in Xunzi and Chinese Philosophy,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5等。在西方学术界讨论

荀子政治思想的人很少，例如见 Paul R. Goldin, Rituals of the Way: The Philosophy of Xunzi.,Chicago and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99，并且很重要的Sato Masayuki (佐藤将之)的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Politi-

cal Thought of Xun Zi, Leiden: Brill，2003。佐藤的著作修订本最近有中文版本：佐藤将之：《荀子礼治思想的渊源与战国诸子

之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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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系所教的世界政治思想史课程中，从来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思想？”他非常惊讶，问我：“中国也有

政治思想吗？”我回答：“当然有，而且比西方古代政治思想要丰富得多。”他惊讶更甚，但片刻之后

他说：“如此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思想完全不具备现实的价值。否则在我们专业的著作中怎么可

能不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看法呢？”上述对话恰恰反映目前大多数西方政治学家所持的极端“欧

洲中心论”(Eurocentrism,严格地说是“西方中心论”）。

西方政治学界激进的“西方中心论”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大部分欧美大学政治系所讲授的

“古代政治思想史”课程都只讨论纯西方的思想家们：柏拉图 (Plato)、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奥古

斯丁(St. Augustine)、托马斯·阿奎纳 (Thomas Aquinas)、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等，中国思想家则

全部被忽略。四十年前 John Schrecker曾哀叹“西方思想生活极大地被空间与时间的狭隘主义所

影响（parochialism in space and time which deeply infects Western intellectual life）”①。可惜，西方同

事们至今还没能走出这种狭隘主义。因而大部分西方政治学的主流作品，包括书籍、杂志、辞典及

大百科书等都忽略了中国政治思想（只有少数简略地讨论儒家而已）。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我在这

里只提出一些很有权威性的作品，如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剑桥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政治思想史》)杂志,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Science（《布

莱克威尔政治学辞典》）, 1986年的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布莱克威尔政

治思想大百科》) ，Mark Bevir 2010年主编的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eory (《政治理论的大百

科》)等。尽管曾有一些学者企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例如Anthony Black 2009年的 A World

History of Ancient Political Thought（《世界政治思想史》），但是类似的例子凤毛麟角。

西方政治学的狭隘主义有许多原因。最根本的是西方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过于自信。对许

多西方的政治学家而言，欧美的政治模式是唯一正确、独一无二的，是世界历史上的“之最”；其他

的政治模式或政治思想方式，都属于“古代史”或是“人类学”范畴，但对政治学而言没有任何价

值。此外，20世纪末期之后兴盛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等思潮又增强了对非西

方文化及学术的忽略。由于当代许多学者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是理性的历史参与者，因而个人或是

个别国家具体的文化背景并不是重要的决定政治行为的因素。受此观点的影响，许多年轻的政治

学家已经不要再浪费时间研究外国的语言、历史、文化等，对他们来说整个世界都可以由统一的模

式来进行解释。对于这些学者，了解中国古代（乃至当代）的政治思想及政治文化完全不重要。

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西方政治学的价值

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上最突出的现象，它对国际的政治、经济、媒体、舆论等影响是

极大的。学术界对此也无法忽视。最近几年出版了许多书都从不同角度来讨论“中国的模式”或

者未来“中国统治世界之时”其独特的文化将如何影响世界②。另外，中国国内的“国学热”以及“孔

子热”也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关注，而在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政治思想及政治文化的态度也逐渐发

生了变化。看金鹏程的《目录》会很容易发现：2009-2013年的四年中，新出版的西方语言的有关中

国先秦政治思想的著作比之前四十年的总和还多。那这一现象是否会对西方的政治学家产生一

⑩ 见其“Review of Masters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Sebastian de Grazia,”Political Theory, 2（4），1974, p.462。

⑩ 例如看Daniel Bell（贝淡宁）教授的即将出版的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Prince-

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Martin Jacques（马丁·雅克）的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中国统治世界之时》）

（London: Pengu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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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影响呢？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否会进入西方大学的“政治思想史”课程呢？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首先要问：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对西方的政治学会有何种影响呢？之

前，在讨论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潜在价值时，美国的汉学家万白安(Bryan Van Norden)已提出：外

来的文明对本文明的研究者会有两种意义：第一是认知上(notional)的意义，即外来的思想会扩大

自己视野，但是对本文明没有直接影响；第二是事实上(real)的意义，即个人可以通过学习外来的思

想来影响自己及本文明的生活①。这样的话，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学

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认为会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些根本特征——尤

其是其现实性及灵活性——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世界上政治思想的得失。第二，从内容来说，

中国传统的思想也许不足以弥补西方政治文化的不足，但起码会挑战西方的主流政治文化并让西

方学者重新考虑自己的文化的缺陷。

１.思想与实践
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思想家的理论无法比拟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类似理论的系统性。假如我

们接受这一观点，那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思想比西方的政治思想要落后呢？笔者认为不能这么

评价。尽管中国的政治思想在理论上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也具有明显的好处，这就是

其现实性。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马克思对哲学家们的评价，但起码对政治思想而言，其现实性和实用性应该是

它的最重要的好处之一。中国古代哲人对该问题了解得很清楚，荀子曾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

于行之而止矣。”③从战国时代一直到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国思想家都知道：辩论本身的魅力是不

够的，理论的实用性才能决定该理论的价值。这可能是中国政治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值得提醒读者的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想的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已，相反，他们有明显的现

实任务——改善自己的世界，走出“战国”状况、进入“大一统”、增强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等。中华

帝国的产生与帝国之前的思想方向具有密切的关系，它可以说是代表着战国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

的理想④。类似的成功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华

帝国并没有全面地实现诸子百家的理想，也不是按照系统的规划而建立的。在实现帝国的理想

时，其建筑师们不得不改变许多具体的政策进而调整自己的规划⑤。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经

验。通过比较先秦思想家的理想与中华帝国的具体政治情况，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其他的政治

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马克思的理想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家的具体的政

策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丰富整个政治学的学术方法。

２.政治理论、以史为鉴及理论的灵活性
有学者指出：与希腊思想比较，中国传统思想的弱点在于其逻辑结构，即三段论(syllogism)方

法的缺乏；中国思想家更倾向于历史性论证。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中国的历史学与政治思想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先秦的史学作品（例如《国语》、《战国策》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思想价

值，而所谓“经”与“子”之类的作品则有明显的史学价值（《春秋》及其三传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许

⑩ 见万白安先生的“What Should Western Philosophy Learn from Chinese Philosophy?”In: Philip J. Ivanhoe, ed., Chinese Lan-

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Nivison and His Critics.，Chicago and La Salle, Ill：Open Court, 1996，p.226。

⑩ 引自《关于费尔巴哈提纲》。

⑩ 《荀子·儒效》，《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⑩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拙著《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⑩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拙著The Everlasting Empir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Its Enduring Legacy, Princ-

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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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他的作品，像《晏子春秋》、《韩非子》的一部分、《吕氏春秋》等也有半个史学本质）。我们要问：

这种史学色彩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缺陷还是优点呢？

笔者认为这是优点。跟“纯哲学”不一样，对政治思想而言历史经验是极为重要的。通过历史

性的论证中国的思想家认识到了理论的局限性与实践的重要性。如上面所论述的，历史经验证明

——在现实情况中任何理论都需要经过不断地调整。而中国的思想对这个必然性是非常清楚

的。例如，具有比较刚性的政治原则的《公羊传》同时也承认在某些历史条件之下，政治家需要放

弃那些主导的原则，而要按照所谓“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①。又如，韩非子表面上是绝对的君权主

义者，其书中常常主张君主万能的重要性，警告君主要保护自己的地位，不让大臣执政等，又警告

君主，大臣们会像老虎一样要谋害自己的君主。但是《韩非子》中的许多历史逸事(historical anec-

dotes)又暗示着相反的看法：在这些故事中的国君一般来说都是昏君，由于不听忠臣的话会危害自

身及自己的国家②。这些故事劝诫读者：绝对的国君的权利也要有限制，即使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

也必须经过调整。

中国政治思想的内在灵活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经验。例如，众所周知“王权主义”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一贯”原则③，在理论上皇帝要支配一切，他是万能完美的“圣王”。但从过往的历史

经验来看，大臣们知道：皇帝常常从知识、道德、个人的成熟等角度来说，都比不了自己的大臣。因

而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控制平庸的皇帝对具体政治的影响，把具体的政治职责从君主手中转到

大臣群体身上。因而，尽管中国历来有许多有名无实的君主（包括东汉、明朝常常有幼年的皇帝执

政），但这种情况对国家的危害不大，因为官员能够在名义上的君主之下进行正常的行政工作。类

似的激进王权主义的文化能够进行自我调整是非常了不起的。世界上有许多以君主为核心的政

治文化（比如草原的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这些文化常常因为国君的个人弱点而进

入大的危机。中国的政治文化表面上更强调君主的权力，但同时也会控制君主个人的政治影响。

类似的灵活性是中华帝国获得独一无二的长寿的原因之一④。

３.中国政治思想的内容：为西方文化服务还是提出挑战？
我们最后要问的是：从内容来说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对当今世界，主要是对当代西方的政治

文明会不会有“事实上的意义”呢？一部分新儒家毫无疑问地作出正面回答。例如2004年的“甲

申文化宣言”就宣布：

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

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

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

示。⑤

笔者认为该宣言具有误导性。中华文化中确实不乏美丽的理想，但是西方及其他的政治文化（如

⑩ 见《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春秋公羊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并见 Joachim Gentz,“Long Live the King! The Ideolo-

gy of Power between Ritual and Morality in the Gongyang zhuan,”in: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ed. by 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Leiden: Brill，2015.

⑩ Romain Graziani,“Monarch and Minister: The Problematic Partnership in the Building of Absolute Monarchy in the Han Feizi韓

非子,”in: 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2015).

⑩ 见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⑩ 详见Pines, The Everlasting Empire，pp.44-75。

⑩ 见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13119/11766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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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印度、草原政治文化等）也都具有许多美丽的理想；可惜它们的实践常常跟该理想是相反的。

而中国文化也不例外，理想与实践之间也有巨大的区别。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史（或者三千多

年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很难发现存在着长久的“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时

代，因此用中国的理想来批评西方的现实情况在方法上就是错误的。此外，理想并不代表着文化的

全貌。为了分析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我们要集中在该思想和文化的根本原则方

面，并探讨该原则与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原则（如民主、人权、平等）会有何种对话。

这一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泛，企图用一篇文章来回答将难以避免陷入简单化。尽管如此，笔者

还是想按照本人与老师及同事们的研究来尝试着指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原则包括“大一统”思

想、王权主义、尚贤任能、知识分子（士人）的政治参与、君子与小人的对抗基础上的社会等级性、所

谓“民本”思想等。这些原则属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主流理念，也是中华帝国政治文化的最根

本的特征。那它们具有怎样的现代价值呢？

众所周知，从20世纪初叶以后中国（无论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海外华裔）基本上

放弃了自己传统的政治文化主导的原则，或者对其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诠释。例如今天的中国所主

张的“大一统”是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一统”（即台湾海峡两边的一统），这与之前的“天下一家”的

理想基本上无关①。而王权主义，这个传统政治文化的“一贯”原则，则完全被抛弃了，到今天已经

基本上被忘掉了。因而，甚至当代保守派的代表在宣传“国学”、“孔学”及“东方文化”的好处时，也

从来不敢提出要复活中华帝国制度②。更广泛地说，在一些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已经基

本上消失了。由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深刻地吸收了西方政治话语的基本概念（如民主、人权、平

等等），这也反映出传统政治文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中的弱化。

然而，笔者认为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的一些积极方面，来挑战西方的主

流政治文化。在这里我简略地举一个例子：即把西方的政治平等观与中国传统政治等级观进行比

较。前者是西方文化的近代化最重要的产物之一。众所周知，欧洲的旧社会具有硬性的等级：即

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其出身、性别、种族、宗教等决定，而其个人的能力、知识及道德基本上影响不了

他的地位。由于这一制度极不公平，法国大革命（1789）前后法国及其他欧洲思想家都对以出身为

核心的旧社会制度进行了挑战，为了打破该制度而提出了“平等”的原则③。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

过程，该原则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原则之一。这个“平等”首先意味着政治上的平等，即任何

公民都具有投票和被选举的权利，这就是欧美的“一人一票”制度的基础。然而，尽管“一人一票”

制度是公平的，但却有着明显的弱点。人在政治上的绝对平等，意味着人们在知识、道德、能力上

的区别都要被忽略。因而被选的人在思想上或者文化上没有任何优势：他们的素质跟普通老百姓

一样，而有的时候甚至比一般老百姓还低。目前西方的民主制度所面对的危机之一就是其产物

——即大部分政客——没有之前的政治领袖的声望及文化上的影响。例如，据以色列在 2014年

⑩ 中华帝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具体的地理范围也发生过许多变化，对一些王朝（如北宋、明等）它主要地意味着“塞内”一统，即

华夏地区一统而已。然而“天下一家”的理想并不是空虚的：某些王朝（汉、唐、元、清等）起码理论上（而有的时候实际上）要

扩大自己的领土，实现“天下一家”的理想。详见拙著The Everlasting Empire第一章。

⑩ 蒋庆先生建议恢复“象征性”的皇帝（与当代英国、日本类似的）（见其A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 Order: How China’s Ancient

Past Can Shape its Political Future，Translated by Edmund Ryden.，Edited by Daniel A.，Bell and Ruiping Fan，Princeton: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象征”皇帝是跟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无关，因而蒋先生的建议不会被算“帝

国复活”的现象。

⑩ 有关平等观在法国革命的作用，详见 Jonathan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s of Man to Robespierr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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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所举行的民意调查发现，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会尊重国内的政治家①。类似的情况从长

远看，会威胁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及其有效性②。

而传统中国的例子则不一样。尽管中国的旧社会中也存在过明显的等级性，但该等级性是相

当灵活的，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有较大的社会变动。这个等级上的变动性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当时

大部分诸子百家都主张“君子”与“小人”之间应该存在着明显区分：只有“君子”才能执政，而“小

人”永远是被统治者。这就是孟子的名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③孟子也说过：“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④

但是在主张政治上区分等级的同时，中国的思想家也认为：个人的“君子”属性是由其知识和道德

水平来决定的，出身并不是唯一的——也不必是最重要的——决定其地位的因素。即使是一个非

常强调社会等级的重要性的思想家——荀子，也明显地说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

天生的：

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

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⑤

荀子的结论非常清楚：小人可以变成君子，但是不想变成君子。因为他们不愿意转变自身，所

以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显然也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也为中华帝国长远的社会实践所证明。由于

“尚贤任能”的原则受到较广泛的认可，则起码在理论上大部分男人都有潜在的可能改善自己或者

自己子孙的身份地位，无论是经过军功制度、科举制度，还是发财以后买官，有许多途径可以让有

雄心的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上上升。因而跟在欧洲不同，中国旧社会的等级制度在一定程

度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此外中国的“尚贤任能”制度后果之一是统治阶层拥有了一定的合法

性。由于——起码在表面上——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君子”，即有较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他

们的社会声望较高，在社会与文化上对下层民众的影响比较大。无论曾有多少假的君子参政，帝

国长远的历史可以证明：统治阶层的知识与道德水平常常会比被统治者高，这与目前西方社会是

大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灵活的等级性好像会比西方当代的绝对平等要更有效。

四、结 语

西方政治学家忽略中国的政治思想是错误的，这局限了他们的视野，是“空间与时间的狭隘主

义”的表现。然而他们对其的忽略并不是偶然的：首要的原因是西方汉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的“非政治化”的研究趋向，在长达 30多年中连汉学家自己都没有重视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

究，因而其他的西方学者更没有机会注意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是多么的丰富；另一个原因是西方

政治学自身的问题，即在对各特定国家的文化的研究中，忽略了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和历史上各自

的特征，这个问题是西方政治学家需要自行解决的；还有第三个原因，即中国的政治学家自己都不

够重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没有系统地把它介绍给外国的同事们。

⑩ 见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的文章“שקורה ממה נמאס בכר לבוחרים - לדמוקרטיה 对民主制度的威胁：投票者已经接受不了目）”סכנה

前的情况）（http://www.themarker.com/markerweek/1.2504435，2014年12月份5日下载）。

⑩ 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的批评并见贝淡宁的The China Model（《中国模式》）。

⑩ 《孟子·滕文公上》，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⑩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用“野人”这一概念，最初是指那些居住在都城外乡野的被统治者。

⑩ 《荀子·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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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提出的一个例子，即中国传统的以“尚贤任能”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会挑战西方的政治平

等观只是一个推测而已，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目前我们无法预测中国的经验会不会影响外国

（西方或者亚非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但是笔者认为：通过研究，深刻了解传统中国政治

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得失，中国学者——尤其是中国政治学家——要把这些得失介绍、分享给西方

的同事们。这样不仅会扩大西方政治学家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世界的政治学，而且会挑战西方学

者的一些一成不变的原则。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终将进入西方政治学课程！

[本文的写作受到以色列科学基金(grant No. 511/11)和Michael William Lipson Chair

in Chinese Studies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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